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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出生以來，我便注定與其他人不同。深度聽障的我，走的路會較別人艱辛。在求

學上，我經歷了很多不同的路程，曾經因為自己的聽障問題，先後在不同的小學及中學

就讀。縱使路是艱辛的，但也最終完成了大學學位，實現了自己的心願。

回想八十年代，主流學校的老師對於聽障學童認識很少，很多老師並不懂得如何照

顧聽障學童，甚至不願意收取聽障學生，也許當時教育署缺乏為老師提供聽障教學的指

引和輔助，然而，能夠進入主流學校，對那年代來說，是一個很大的突破，因為並不是

有很多聽障學生能夠進入主流學校讀書。

記得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，老師常在黑板上一邊說教，一邊寫字。要知道，聽障

學童除了使用助聽器，也要靠讀唇，兩者配合才能理解老師的教學。因為助聽器並不能

使我完全接收老師的講課，然而，當時的老師並不了解我們聽障人士的苦況，他們誤以

為我戴上助聽器就如戴眼鏡一樣，可以百分百聽懂老師的說話。曾經有多少次，我的母

親，接獲老師的投訴，說我上課不留心，因而忘記帶備上課用品。然而，我的母親，並

沒有因為老師的投訴，而責備我，那是因為她十分了解我的苦況。為此，我母親決定替

我轉校，並找到一所願意收留聽障學生的主流學校就讀。

升上中學後，我成功考入精英班，可是老師因著重追求卓越的成績，加上不了解我

的聽障情況，認為我拖慢了教學的進度，結果我被迫轉入普通班上課。這對我來說，是

很大的打擊，不管自己多努力都不會得到別人的認同。幸而獲得普通班的老師開解我的

心結，再次振作起來，在普通班輕易考入三甲之內。

升上中五時，家人決定舉家移民加拿大。在父母的悉心安排下，在加拿大完成高中

課程。當時，我難以適應純英語的學習環境，幸而學校安排了特殊教育組的督學替我進

行每周三次的英文補習，直至我的英文程度走上軌道而慢慢減少探訪次數，讓我獨立起

來。同時，督學了解我在學習上的困難，而替我申請租借無線調頻系統(FM機)在校內使
用，使我可以更清楚地接收老師的教學內容。而且大多數的老師十分合作，願意為我放

慢語調，更在課餘時間替我補習。我自感加拿大的教育政策和老師的態度較香港老師，

更真正地為學生著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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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於完成四年高中課程，得以升上心儀大學。大學的環境與高中情況不同，不

再是小班教學，而是一百多人共處在演講廳去聆聽教授說課。幸運地，大學一早已

替我安排筆錄者記錄課堂筆記，因為有時FM機並不能完全發揮其功效。我本身是修
讀設計系的，由於設計上的理論大多是抽象的概念，有時並不太明白教授的講解，

故對我來說，大學課程異常艱深，需要加倍努力才能追上進度。而且，因著功課上

的需要，我需要講解抽象的概念給教授及同學，因為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，因此我

無辦法流暢地表達我想要說的內容，我感到很失落。儘管如此，我仍感激當時大學

對我的照顧及支援，使我更加珍惜學習機會。

現在回想過去不同的學習經歷，究竟聽障學童能否在主流學校順利地學習？

視乎學校或老師是否願意與聽障學童有良好的溝通和相處。大部分聽障學童比一般

學童沉默和被動，因此需要老師帶頭並引導其他同學了解該聽障同學的困難和溝通

的方法，並用愛心和關懷的態度對待聽障學童。在良好的學習氣氛下，一般聽障學

童在校園生涯會比較順利。學校本身是一個社會的縮影，老師自身的行為會潛移默

化地影響學生對人的價值觀，校方與老師的接納和包容的態度對聽障學生是十分重

要，例如：老師可鼓勵聽障學童參與不同活動，或給予他們機會嘗試擔任班長或課

長等等，從而肯定聽障學生的能力與其他學生無異。正面的態度能夠使其他人明白

殘疾人士，他們亦可以有能力貢獻社會和尊重他人。總括來說，政府的教育政策—

融合教育是需要校方互相配合，才能成功發揮傷健共融的精神。

我有感於千禧年代的聽障學童比較幸福，現在的社會比從前更包容，加上資訊

科技的發達，又有很多渠道向政府各界表達不滿。相比之下，八十年代的社會對聽

障人士認知不多，主觀地認定聽障學童是愚笨和沒有學習能力的。而且大部分主流

學校老師對聽障學童缺乏了解，全因當時的教學政策和各方面都欠缺宣傳和指引，

在雙方面欠缺配合下導致不少聽障學童不能擁有愉快的校園生活。在沒有家長會監

督學校的年代和缺乏投訴的渠道之下，令不少殘疾學童的家長很無助，無法為孩子

爭取更好的教育而錯失學習黃金的時期。希望今後的政府重視聽障學童的學前教

育，重整融合教育方向，致力培育聽障學童，讓他們成長後能夠獨立生存在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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